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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已育有一孩的家庭在生育群体中占据重要比例，其再生育意愿对于整体生育水平的变化具有关键

性影响。本文从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和 2022 年数据，检验一孩

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的研究假设。结果表明，一孩学业表现对家庭再生育意愿存在实证

的抑制作用，且该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异质性：在男孩家庭中显著存在，在女孩家庭中则表现得不明显。

收入水平进一步影响了该关系，低收入家庭中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拓

展了既有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维度，将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应用从“数量对质量的影响”延伸

至“已生育的孩子质量对再生育意愿的反馈”，为理解家庭生育决策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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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3[1]，已符合国际学术界定义的

“极低生育率”标准（TFR<1.3）[2]。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双重压力下，我国

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正式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现有研究表明，生育政策的数量限制放

宽虽能在短期内带来出生人口规模的阶段性回升并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3]，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人

口总量递减的长期趋势 [4]。这种困境源于我国生育率下降机制的根本性转变：从上世纪政策约束

主导的外生性下降，演变为 21 世纪以来由社会经济因素驱动的内生性下降 [5]。生育政策对中国现

阶段的低生育困境的解释力降低，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家庭等因素变迁下的生育意愿成

为关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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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2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 年全国

出生人口为 956 万，其中一孩占比 46.1%。与第七次人口普查 2020 年数据显示的结构（二孩占比

43.08%，三孩及以上占比 11.14%）相比，可见，一孩家庭是生育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格局未变。

因此，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意愿与决策对于整体生育水平的稳定性与变化趋势具有关键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年，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次年，互联网上出现了“大号练废改练小号”

的比喻。这种网络话语以游戏化修辞反映了当代家长的育儿焦虑，其核心假设是一孩的“教育成

效”（特别是学业表现）可能影响父母的再生育决策。这一社会现象与 Becker 在 1973 年提出的“孩

子质量 - 数量替代理论”具有内在相似性 [7]。已有关于家庭再生育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成本、

政策制度约束、个体特征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传统变量，较少关注子女特征，尤其是一孩的发展

状况对于家庭生育意愿的潜在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将实证检验在我国以教育竞争为典型特征的

社会环境下，以学业表现为指标的一孩质量因素对家庭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尝试回答：在子女学

业表现越好的情况下，家庭是否倾向于降低再生育意愿？同时，这种学业表现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是否在不同性别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表现出一致性，抑或存在异质性特征？探讨子女发展状

况与家庭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检验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性，

也能揭示教育竞争压力如何通过家庭内部资源配置逻辑作用于生育决策。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回顾

2.1.1 理论视角：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

上世纪 50 年代，莱宾斯坦最早尝试以经济学概念解释家庭生育行为，提出“边际孩子理性选

择模型”，认为家庭在决定是否继续生育时，会比较新增孩子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当边际效

用大于边际成本时，家庭倾向于增加子女数量；反之，则停止生育。这一视角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

育率下降之间的联系，也体现了生育模式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 [8]。Ajzen 提出的计划行为

理论也强调父母会根据对孩子的成本与收益评估确立生育态度 [9-10]。

基于成本 - 效用视角，Becker 提出了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 [11]。强调家庭在资源约束下需

在子女数量与培养质量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子女数量增加会稀释对单个子女的投资，

降低其教育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而提高对子女的培养质量往往需要减少数量以释放资源 [7]。

由此，子女数量与质量在经济意义上形成替代关系：质量提高抬升再生育的机会成本，而数量增

加则提高单个子女培养的边际成本 [12]。Becker 与 Tomes 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指出子女的先天禀

赋和成长潜力会影响家庭对子女质量的投资决策，并反馈性地作用于再生育意愿 [13]。例如，当现

有子女学业表现优异时，父母可能倾向于集中投入，从而降低扩大家庭规模的需求。同时，Becker

等 [12] 也强调，家庭的经济状况会调节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关系。当家庭收入水平较高时，父母对子

女质量的偏好增强，子女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性减弱，而在资源受限的家庭中，这一权衡关系

则表现得更加显著。

综上，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不仅从宏观上解释了生育率下降趋势，也为理解现有子女特

征（尤其是质量信号）如何影响家庭再生育意愿提供了理论框架。

一孩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探究——基于 CFPS2018、2022 年数据的检验



2026 年第 1 期 南 方 人 口

16

2.1.2.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2.1.2.1.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既往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可分为经济因素、个人因素、制度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女

性工资收入对女性生育支持的负影响显著 [12]，个人主义、女权主义的兴起带来的婚姻家庭观念的

转变是造成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 [14]。已有研究表明，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存

在高度相关性，但具体方向受到不同世代的影响 [15]。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往往生活在鼓励较高

生育的环境中，而制度等结构性因素也会进一步塑造其生育意愿 [16]。

在经济因素上，房价上涨、住房负担增加会降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 [17]；育儿

成本也是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孩子的教育成本等支出带来的经济负担影响着夫妻的生育意

愿 [18]。家庭教育支出作为“双减”政策与家长再生育意愿的中介机制发挥作用 [19]。收入水平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则更为复杂，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20]，高收入家庭

更愿意承担“超生”所带来的生育成本，因此生育意愿相对更高 [21]。但亦有研究指出收入水平与

生育意愿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22]。在个人层面，生育意愿受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

响。年龄上， 24-32 岁年龄组的生育意愿最强，33-41 岁年龄组次之 [23]。在性别方面，由于男性在

中国宗族文化中肩负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因此男性的生育意愿相对于女性更高 [24]。在教育程

度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支持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之间呈现负相关的结论 [25-26]。

2.1.2.2. 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在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以及全面三孩政策相继出台的背景下，已生

育家庭的再生育意愿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已有研究分析了已生育夫妻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18]，二孩生育意愿的状况与影响机制 [27]，再生育意愿受到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 [28]；另有研究考察

了“双减”政策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19]，重点分析了农村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意愿特征 [29]。

总体来看，与关注初育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相比，已有关于再生育意愿的研究在理论视角上

相对一致，主要差异体现在：一方面，生育成本、育儿支出等变量由传统的地区或群体层面估算，

转向个体家庭层面的“已然状态”，更贴近家庭实际决策情境；另一方面，再生育意愿研究除了关

注父母特征外，也将第一个子女的特征纳入考量，但仅局限于性别和年龄因素。现有研究普遍发现，

一孩性别为女性的家庭，其再生育意愿显著高于一孩为男性的家庭；同时，随着一孩年龄的增加，

家长的再生育意愿逐渐下降 [18][27][29]。

2.1.3. 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 Becker 提出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模型后，学界对该理论的适用性展开研究。 Leibowitz 分

析了美国智商得分前 1% 的天才儿童样本，发现兄弟姐妹较多的孩子受教育程度较低 [30]。来自美

国贫困家庭的儿童样本中家庭规模与孩子六年级的阅读和词汇测试成绩呈负相关 [31]。印度农户样

本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双胞胎导致的生育数量增加会降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32]。Angrist 等利用

以色列的行政数据，研究了家庭规模和出生顺序对儿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但结果并

未支持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 [33]。在欠发达地区如巴西、印度等国家的实证研究则更多地支持该理

论 [34-35]。总体而言，Becker 的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模型在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更适用，无论是

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是低收入家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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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末以来，国内已有多项实证研究探讨了 Becker 提出的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在中

国的适用性。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在生育政策收紧与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下，家庭对子女

数量的偏好逐渐弱化，子女质量投资的重要性相应提升，呈现出一定的数量 - 质量替代关系。

基于农村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部分研究发现传统的生育观念和劳动力需求对数量 - 质量替

代理论的适用性存在干扰。例如，四川宣汉县的原始数据考察期望孩子数及理想的孩子文化程度

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发现贝克尔的生育率经济模型并不适用于四川宣汉的情况，并认

为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与“多子多福” 的传统生育观念造成的 [37]。相较之下，

其他研究在不同数据背景下均观察到了子女数量与质量的负相关趋势。河南省数据的研究发现，

质量替代数量的偏好已较为普遍，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38]。子女数量的减少有助于提升子女的教

育和健康水平 [39]。家庭收入的提高与养育成本的上升共同促使父母更重视对子女质量的投入，进

而降低对子女数量的需求 [40]。199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双胞胎导致的子女数量增加会显著

降低子女的学业成绩 [41]。中国儿童双胞胎调查（CCTS）显示，家庭规模扩大不仅降低子女的学业

进展和大学预期入学率，也对其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42]。最新研究还显示，子女数量的减少能

够提升其在人力资本积累阶段的经济支持水平 [43]。总之，现有研究普遍支持在中国背景下，孩子

数量 - 质量替代效应的存在，尤其在资源有限或子女养育成本上升的情境下表现得更为明显。

2.1.4. 文献评述

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宽的背景下，学界关于家庭再生育意愿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

但现有文献对已育子女特征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关注不足。尽管既有的生育意愿相关研究关注了

一孩的性别和年龄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但关于一孩自身发展特征，如子女质量等因素如何塑造

家庭再生育意愿仍较为缺乏。而根据成本 - 效用视角 [8] 与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 [7][11]，子女质

量与生育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Ajzen 所提出的后续广泛应用于生育意愿研究的计划行

为理论强调，父母会根据对孩子的成本与收益评估确立生育态度与生育意愿 [9-10]。

在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基本都将子女数量作为解释

变量，子女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关注家庭子女数量或家庭规模如何影响子女的质量表现，或是

子女数量如何影响父母的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将子女数量或数量决策作为因变量、探讨子

女质量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的研究仍较为有限。牛建林虽然将再生育意愿作为研究对象，但其通

过调查“愿意要一个能上大学的儿子”还是“两个在身边劳动的儿子”这一类问题的回答测量家

庭的数量 - 质量偏好，进而分析偏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而并非直接探讨子女实际质量特征对再

生育意愿的影响 [38]。在子女质量衡量标准上，基本围绕健康与教育两方面，如使用大学入学率、

学习成绩与健康状况评估等指标 [42]；也有使用受教育年限 [43] 作为衡量孩子质量的指标。

本文认为，国内现有对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检验，多是在家庭规模与子女质量稳定之

后（或者说是子女的成长历程完成与稳定之后）研究子女数量对子女质量的影响，因此往往采用

阶段入学率、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对子女质量进行衡量，此时距离所研究的家庭样本进行数量 - 质

量权衡的时点已经较久，对于当下生育适龄家庭的适用性与可参考性也值得商榷。而本文希望能

够将全面二孩放开初期的一孩家庭作为研究对象，且主要关注孩子在教育层面的质量对再生育意

愿的影响，考虑到一孩的年龄，选择将孩子的学业表现而非受教育年限或入学率等作为研究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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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考既往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设置控制变量。

本文希望在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一孩的“质量”特征，特别是学业

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具体影响，补充现有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在子女特征层面的理论空白，

以及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在实证检验方向及中国适用性讨论上的空缺。

2.2. 研究假设

综上，本文尝试将一孩的学业表现作为子女质量的直接观测指标，探讨其对家庭再生育意愿

的潜在影响，并考察该影响在不同一孩性别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异质性。

在中国整体对教育重视程度较高的背景下，学业表现是子女质量以及效用的重要指标。根据

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家庭在生育决策过程中通常会在子女数量与质量之间进行权衡 [7]。在

资源有限的情境下，增加子女数量会稀释对子女的质量投资，反之，如果家庭希望提高子女质量，

通常会通过减少子女数量来保障资源的集中配置。此外，Becker 与 Tomes 进一步指出，子女的先

天禀赋与成长潜力会影响家庭对子女质量的投入水平，并通过预期回报机制，反向塑造对子女数

量的偏好 [13]。也就是说，现有子女的成长状态（如教育成绩或发展潜力）在家庭评估再生育意愿

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调节作用。基于此，现有子女的学业表现可视为其质量的现实信号。

当一孩学业表现良好，家庭预期其未来回报较高，倾向于集中资源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对

子女数量的扩张需求。因此，子女学业表现良好有可能显著抑制再生育意愿。

假设 1：子女学业表现好会抑制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意愿。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性别偏好长期存在，尤其在传统家庭观念中，男孩通常被视为家

庭养老保障和社会身份传承的重要角色。因此，一孩的性别特征对家庭的再生育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若一孩为女孩，家庭往往存在“性别补偿性生育”倾向，一孩性别为女性的家庭再

生育意愿往往更高。良好的学业表现可能使家庭对“现有男孩”更有信心与满意度，从而减少了

因“不确定后代质量”而再次生育的动机；而在女孩家庭中，即便孩子表现优异，传统的性别偏好

依然可能驱动家庭继续追求“男孩”，从而减弱了学业表现的抑制作用。

假设 2：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一孩性别不同的家庭之间存在差异，且在一孩

为男孩的家庭中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根据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家庭在资源约束下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权衡将表现得更加敏

感 [7][13]。Guo 等通过对既往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实证研究的回顾也发现，在资源受限的家

庭中，该效应往往表现得更明显 [36]。因此，本文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

意愿的影响在低收入家庭中将表现得比高收入家庭更加明显。

假设 3：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低收入家庭中表现得更明显。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基于 2018 年与 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展开。CFPS 是由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和实施的全国性追踪调查项目，其基线调查始于 2010 年，并

采用每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设计。该数据库采用科学严谨的抽样设计，包含家庭与个人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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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详细信息，且同时囊括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与父母生育意愿相关变量，能够为本文的研究问题

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在具体数据选取方面，本文的考量是：首先，虽然全面二孩政策于 2016 年正式实施，但 CFPS

自 2018 年调查周期开始，才首次系统纳入生育意愿测量变量；其次，将 2018 年与 2022 年的数据

进行合并，能够使得一孩家庭样本量得到扩大，在此期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较为稳定，贴合

本文的研究问题。当然，跟踪数据本身会由于样本流失的选择性而导致样本结构的偏差；同时，合

并两轮跟踪数据可能会由于跟踪样本的重复而导致回归分析中误差项相关等问题。本文只是选项

的尝试而暂时先忽略此问题，有待以后进一步的改进。具体样本筛选过程中，本文首先通过 CFPS

中的家庭关系库筛选匹配出符合条件的一孩夫妻对，并将其与少儿家长代答库进行匹配，获得一

孩家庭样本。删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之后，最终获得 1075 个有效的一孩家庭样本，即为本文的

分析样本。由于涉及两轮跟踪样本及变量缺失等问题，后续分析未对样本加权。

3.2. 变量及其测量

3.2.1. 因变量及其操作化

本文的因变量为一孩家庭中的再生育意愿。由于 CFPS 并未直接设置关于再生育意向或生育

计划的问项，本文的再生育意愿测量采用个人自答问卷中的 qka202 变量“期望孩子数：认为自己

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由于选择样本为生育且仅生育一个孩子的样本，因此将期望孩子数大于

1 视为有再生育意愿（赋值为 1），期望孩子数小于或等于 1 视为没有再生育意愿（赋值为 0）。由

于家庭生育决策与夫妻双方都密切相关，本文将夫妻双方的再生育意愿同时纳入考虑构建再生育

意愿变量，即将夫妻双方都有再生育意愿的一孩家庭样本定义为有再生育意愿。主要变量的基本

情况如表 1 所示，在 1075 个有效样本中，468 个一孩家庭有再生育意愿，占比 43.53%，607 个一

孩家庭没有再生育意愿，占比 56.47%。

3.2.2.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学业表现，该变量基于少儿家长代答库中两项问题构建。分别为“就您

所知，孩子上学期平时的语文成绩处在优、良、中、差哪个水平”（wf501）与“就您所知，孩子上

学期平时的语文成绩处在优、良、中、差哪个水平”（wf502）。根据应答选项，将回答“优”赋值

为 4，“良”赋值为 3，“中”赋值为 2，“差”赋值为 1，并将两个变量简单加总，得到“子女学业

表现”的取值。因此，自变量“子女学业表现”取值范围为 2-8。由于该变量来源于家长对子女学

业表现的主观评估，因此在变量构建中不再对不同地区或城乡背景下的成绩标准进行校正，同时

也不涉及家长主观评价与子女客观成绩之间的偏差问题。子女学业表现变量的均值为 5.94，标准

差为 1.79（见表 1）。

根据已有研究结果和理论分析，控制变量涵盖了可能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多种因素，包括：

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年龄、城乡、一孩性别、家庭收入水平等；教育支出可能

对子女学业表现与女性的再生育意愿同时产生影响：一方面，教育支出作为育儿成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可能抑制再生育意愿；另一方面，较高的教育支出也可能提升子女学业表现，因此，本研究将

教育支出与教育期望也同时纳入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使用个人自答库中的 tb4_a18_p 变

量构建，合并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三分类变量；收入使用家庭经济库中已有

一孩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探究——基于 CFPS2018、2022 年数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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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均收入分位数 fincome1_per_p 构建，并将“最高 25%”定义为高收入，“中上 25%”定义为“中

等收入”，将“中下 25%”与“最低 25%”合并为低收入；教育支出使用“过去 12 个月教育总支出（元）”

（wd5total）取对数构建；“希望孩子受教育程度”使用少儿家长代答库中的 wd2 变量构建。最终

的变量赋值与样本分布如表 1 所示。

3.3. 分析策略

本文的再生育意愿为二分变量，因此将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

本文还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进一步降低由于样本选择性导致的估计偏差。倾

向得分是指在给定协变量的条件下，个体接受处理（即一孩学业表现较高）的概率。PSM 方法的

基本思路是，在协变量相似的条件下，将“处理组”（即一孩学业表现好）与“控制组”（一孩学

业表现不好）的家庭进行匹配，从而估计“学业表现好”对再生育意愿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在具体操作上，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并分别应用 1:1 最近邻匹配、1:2 最近邻匹配、

1:5 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五种方法进行匹配，确保结果的稳健性与匹配质量的充分性。

同时，为了保证匹配的可靠性，仅保留具有共同支持区间的样本，剔除倾向得分分布严重重叠不

足的观察值。通过比较不同匹配方法下的 ATT 结果，进一步探讨了该效应在不同子群体（如男孩

家庭、女孩家庭、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中的异质性特征。

4. 主要结果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请见表 2。表中模型 1 仅包含学业表现，旨在初

步检验其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孩学业成绩每提升一级，有再生育意愿的概率显著

下降，初步支持了“高学业表现抑制再生育意愿”的研究假设。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表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再生育意愿 0= 无再生育意愿；1= 有再生育意愿 1075 0.435 0.496 0 1

子女学业表现 定序变量，取值 2-8 1075 6.12 1.742 2 8

一孩性别 0= 女；1= 男 1075 0.598 0.491 0 1

收入高低 1= 低收入；2= 中等收入；3= 高收入 1075 1.978 0.799 1 3

一孩年龄 连续变量 1075 10.700 2.643 3 16

教育支出对数 连续变量 1075 8.171 1.882 0 11.687

母亲受教育程度
1= 初中及以下；2=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3= 大学及以上

1075 1.807 0.867 1 3

父亲受教育程度
1= 初中及以下；2=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3= 大学及以上

1075 1.808 0.861 1 3

母亲年龄 连续变量 1075 36.464 4.820 26 55

希望孩子受教育程度 0= 大学本科及以下；1= 硕士及以上 1075 6.985 0.904 0 1

城乡 0= 乡村；1= 城镇 1075 0.678 0.46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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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再引入一孩性别与家庭收入变量，以考察性别结构与经济状况是

否影响再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形下，性别与家庭收入对再生育意愿并不

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模型 3 进一步纳入教育支出、父母教育程度、母亲年龄、一孩年龄、城乡属性、教育期望以及

调查年份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学业表现在各模型中保持稳定的负向效应，体现

出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 3 中系数为 -0.0846（p < 0.05），即一孩学业表现每上升一个单位，再

生育意愿的倾向会下降 8% 左右。这一结果初步说明子女学业表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可能存在“数

量 - 质量替代效应”：子女表现越优秀，家庭越倾向于专注现有子女的成长与投入，从而降低扩

大家庭规模的动机。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1）教育支出呈显著的负向效应，即教育投入每提高一个单位，再生

育意愿会下降近 11%, 表明教育投入越高，越可能出于资源限制而降低再生育意愿；（2）一孩年

龄对再生育意愿存在显著抑制效应；（3）调查年份也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情况下，相比于 2018 年，2022 年的再

生育意愿下降了 1/3 左右，显示出近年

来再生育意愿快速的整体性下降。

4.2. 倾向得分匹配与异质性分析

由于学业水平受到社会经济特征、

家 庭教育投入等因素的影响而 存在选

择性偏差，从而导致上述模型结果存在

偏误。本文拟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

解决统计偏误问题。首先根据一孩学业

表现变量的分布情况，将取值大于等于

7 的样本设置为处理组，小于 7 的样本

设置为控制组，构建可对比的实验组和

控制组。其次利用 Logit 模型估计得到

倾向得分。再次则基于倾向得分进行实

验组和控制组的匹配，从而获得更为稳

健的处理效应估计。具体过程请见附表 

1；匹配前后的消减比例请见附表 2。由

结果可见，匹配后主要协变量在实验组

和控制组之间基本达到平衡，且共同支

持区间也相对较宽（见图 1）。

4.2.1. 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

的影响效应

不同匹配 方 法 下 一 孩 学 业 表 现 对

再生育意愿的平均实验效应的结果请

表 2　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学业表现 -0.0911** -0.0829* -0.0846*

(0.0354) (0.0357) (0.0391)

一孩性别（男 =1） 0.165 0.168

(0.127) (0.130)

收入水平 -0.0890 0.0306

(0.0781) (0.0923)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523

(0.0993)

父亲受教育程度 -0.140

(0.0998)

一孩年龄 -0.0635*

(0.0304)

教育支出 -0.113**

(0.0364)

教育期望 0.301

(0.179)

城乡 -0.0137

(0.151)

母亲年龄 0.00773

(0.0160)

年份（2022=1） -0.388**

(0.131)

常数项 0.296 0.322 1.881**

(0.224) (0.274) (0.623)

样本数 1075 1075 1075

-2LL -732.8 -731.2 -713.0

Pseudo R² 0.00453 0.00663 0.0315

注：标准误在括号内。* p < 0.05, ** p < 0.01，***p < 0.001

一孩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探究——基于 CFPS2018、2022 年数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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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结果表明，虽然 1:1 和 1:2 的近邻匹配并不显著，但这

五种匹配后结果的平均实验效应均为负向，且后三种匹配方

式下负向的平均实验效应均呈显著。即，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

以后，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存在着负向的效应：在一孩

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越好，再生育意愿显著降低。

4.2.2. 异质性分析

在群体的平均实验效应基础上，本文还关注平均实验效

应的异质性，即尝试探讨在不同家庭

特征下，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

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此处仅以

一孩性别（男孩 / 女孩）和家庭收入水

平（高收入 / 中等收入 / 低收入）这两

个变量为例来予以讨论。这种分组分

析有助于揭示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

的潜在机制，并丰富现有对生育决策

影响因素的理解（见表 4）。

结果说明，按照一孩性别分组，在第一孩为男性时，子女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且各匹配方法所得结果呈现出一致性。这表明当家庭的一孩为男孩时，其较好的学业

表现会显著降低父母的再生育意愿。相比之下，在女孩家庭中，所有匹配方法下的平均实验效应

ATT 均不显著，且方向亦有变化。这说明当一孩为女孩时，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几乎不产生系

统性影响。进一步的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相同匹配方法下，男孩家庭的 ATT 与女孩家庭的 ATT 之

间的差异统计显著，且不同匹配方法的结果呈一致性。这进一步说明了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

愿的抑制效应具有显著的性别异质性。这一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在传统父权文化中，男孩本身具

有较高的继嗣价值；当其学业表现优异时，父母“再生育以完成家庭目标”的动机被进一步削弱；

而在女孩家庭中，学业表现虽可能减轻“因性别偏好而生二胎”的动机，但补偿作用较为有限，因

此未体现为显著效应。

在家庭收入分组的结果中，虽然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中平均实验效应只是在部分匹配

方式下呈现显著，但其统计结果并不一致，因此，无法完全得到异质性效应的结论。但是，一方面，

从估计结果看，所有结果均呈负值，说明子女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另一方面，

从显著性看，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实验效应都只是略高于 0.05 的水平，这与分组后样本规模过小有

关；且在样本规模如此下的情况下还能达到此等显著性水平（低收入家庭组在五种匹配方式下均

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推断平均实验效应可能存在；而高收入家庭的结果

则极不显著。其背后表明的是：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子女优异的学业表现使父母更倾向于将有

限资源集中在已有子女身上，从而降低再生育意愿。

需要注意的是，组间差异的统计检验中，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中等收入家庭之间的 ATT 差

异亦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涉及两个因素：一方面，样本量的限制和匹配后的平衡性要求使

表 3　匹配后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平均实验效应结果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1:1 近邻匹配 0.3902 0.451 -0.0608 0.0438

1:2 近邻匹配 0.3902 0.4627 -0.0725 0.0394

1:5 近邻匹配 0.3902 0.469 -0.0788** 0.036

半径匹配 0.39 0.4728 -0.0828** 0.0352

核匹配 0.3902 0.4645 -0.0743** 0.0341

注：上述方法均在公共支撑领域的基础上采用匹配替代方法，

半径匹配的半径为 0. 01; 核匹配采用正态核，带宽为 0. 06； * p < 

0.05, ** p < 0.01

图 1　全样本共同支撑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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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组后的检验

效 力有 所 降 低，

难以显著区分不

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 差 异；另一 方

面，这 也 提 示 家

庭 收 入 水 平 并

非 是 决 定 学 业

表现效应大小的

唯 一 变 量，其 他

社会经济与文化

因素可能在其中

发挥了更为复杂

的 作 用。总 体 来

看，虽然 统 计 检

验未显示显著差

异，但 从 效 应 方

向与 幅 度 来 看，

仍可观察到一种

趋 势：低收 入 家

庭的抑制效应最

强，中 等 收 入 次

之，高收 入 家 庭

则最弱。这种“单

调递 减”的格 局

与资源配置逻辑

相契合——在资源紧张时，优异的学业表现强化了父母集中投入的意愿，从而抑制再生育；而在

资源宽裕时，父母生育决策则较少受到子女学业表现的制约。

综上，异质性分析表明：子女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并不一致。其抑制

效应在男孩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显著，而在女孩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中则不明显。性别差异在

统计上得到明确验证，而收入差异虽未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但其方向性与理论预期一致。这一发

现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子女学业表现通过补偿性机制影响性别偏好与资源配置逻辑，因而

具有条件性的生育抑制效应。

5. 结论与讨论

成本 - 效用视角与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和 2022 年

表 4　一孩学业表现对不同分类样本家庭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分组类型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组间差异 T 值

男孩家庭

（N=643）

1:1 近邻匹配 0.3919 0.6824 -0.2905*** 0.0579 -3.36**

1:2 近邻匹配 0.3919 0.6115 -0.2196*** 0.0516 -2.40*

1:5 近邻匹配 0.3919 0.5615 -0.1696*** 0.0487 -2.03*

半径匹配 0.3986 0.5657 -0.1671*** 0.0474 -2.46*

核匹配 0.3919 0.5497 -0.1578*** 0.0459 -2.34*

女孩家庭

（N=432)

1:1 近邻匹配 0.3879 0.3738 0.014 0.0698

1:2 近邻匹配 0.3879 0.4136 -0.0257 0.0619

1:5 近邻匹配 0.3879 0.4056 -0.0178 0.0569

半径匹配 0.3865 0.3653 0.0212 0.0611

核匹配 0.3879 0.3786 0.0093 0.0539

低收入家庭

（N=355）

1:1 近邻匹配 0.4135 0.6015 -0.188* 0.0836

1:2 近邻匹配 0.4135 0.5602 -0.1467 0.0767

1:5 近邻匹配 0.4135 0.5293 -0.1158 0.0689

半径匹配 0.4107 0.5382 -0.1275 0.0677

核匹配 0.4031 0.5281 -0.125* 0.0633

中等收入家庭

（N=389）

1:1 近邻匹配 0.3886 0.4922 -0.1036 0.0757 0.75

1:2 近邻匹配 0.3886 0.4585 -0.0699 0.0665 0.76

1:5 近邻匹配 0.3886 0.4943 -0.1057 0.0591 0.11

半径匹配 0.3833 0.4862 -0.1028 0.058 0.28

核匹配 0.3906 0.4824 -0.0917 0.0579 0.39

高收入家庭

（N=331）

1:1 近邻匹配 0.375 0.3967 -0.0217 0.0775 1.46

1:2 近邻匹配 0.375 0.4212 -0.0462 0.0698 0.97

1:5 近邻匹配 0.375 0.4315 -0.0565 0.0642 0.63

半径匹配 0.3729 0.4329 -0.0601 0.0671 0.71

核匹配 0.375 0.4168 -0.0418 0.0625 0.93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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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检验了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剔除样本选择后

考察其平均实验效应及其异质性问题。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一孩的学业表现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家庭的再生育意愿；第二，一孩学业表现对再生育意愿的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异质性；

第三，家庭收入水平在学业表现与再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统计结果一致指向：相比学业成绩较差的一孩，子女成绩较好会显著降低父母的再生育意愿。

该结果为“孩子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 [7] 提供了微观数据支持，说明当家庭在现有子女身上获得

更高“质量回报”时，便更倾向于集中资源投资于当前子女，进而降低了新增子女的动机。此外，

这一发现亦验证了 Becker 与 Tomes 提出的关于子女发展特征对家庭资源配置与生育行为的影响

机制 [13]，强调家庭在决策是否再生育时，会将现有子女的成长状态（如学业表现）作为重要参照。

而性别差异性说明，男孩家庭中，子女优异的表现增强了父母对其未来发展的信心，也满足

了传统家庭对“高质量男性继承人”的期望，从而减轻了对更多子女的需求。而女孩家庭中，尽管

高学业表现可能带来部分补偿效应 [38]，但在当前社会性别文化和传统“外嫁”观念影响下，其对

再生育意愿的调节效应有限。同时，这一结果与既有文献中强调的性别偏好方向一致 [29][35]，但进

一步表明，在现代教育导向强化的背景下，男孩的“质量”提升反而成为减少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

素，这对 Becker 理论提出了新的拓展视角，即应在传统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中纳入子女性别的调

节机制考量。

收入分组下平均实验效应结果表明，相较于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家庭在面对资源配置限制

时对子女质量的敏感性更高，对子女质量提升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亦更为重视。该结果与既有研究

一致 [34-36]，也支持了数量 - 质量替代效应在资源受限家庭中的适用性，印证了生育决策具有明显

的“收入分层逻辑”。需要指出的是，组间差异检验结果并未显示出显著的收入差异，这意味着家

庭收入水平虽然在效应方向与大小上表现出一定规律性，但这种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没得到验证。

本研究聚焦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下子女学业表现对家庭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是对生育意愿

研究的有益补充，亦弥补了过去研究主要聚焦社会经济环境、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而相对忽视

已育子女特征在再生育决策中作用的不足。在理论上创新性地将已生育子女质量作为再生育意愿

的解释变量，突破了传统研究中以子女数量为解释变量、质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单向分析框架，拓

展了以往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的实证检验视角，揭示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边界，拓展了传

统生育意愿与决策模型的解释维度。

当然，本文的研究结果仍然是初步的，一方面，CFPS2018 年和 2022 年的数据本身由于流失

样本的选择性而导致样本结构存在一定的偏差；另一方面，本文为扩大样本规模不得不采用合并

两轮调查数据本身就可能会因违反统计假定而导致估计量的偏差。但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以促进生

育水平的政策是否有效这个问题需要学界与政府部门予以充分考虑的。因此，本文的结果尚需要

利用更大样本规模和更具代表性的数据来予以检验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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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irstborn Child’s Schooling Performance on Reproduction Intentions: Evidence 

from CFPS 2018 and 2022

ZHOU Hao , CHEN Yu-h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s the families who have had a child of their own account for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childbearing-age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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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intentions regarding a second child or more play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overall fertility levels, thus the reproduction 

intentions of the families with a child of their own deserve particular attentions in the study of fertility. Based on child quantity–

quality trade-off theory,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the schooling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child has a suppressing effect on parents’ 

willingness to have additional children, and employs the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better schooling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child significantly reduces parental intention for further 

childbirth with clear gender heterogeneity, for such effect is significant in the families have had a child of son, while no significance 

in the families have had a child of daughter. Moreover, household income further conditions the effect, and such nega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This study not only broadens the scope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by 

incorporating child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 from “the impact of 

quantity on quality” to “the feedback effect of existing child’s quality on fertility intention.” It thereby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family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Fertility intention, Child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 Schooling performance, Families with one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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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ecast of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Life Expectancy Based on Population Probabilistic Projection

CHEN Wei，LI Jing-tao，LI Yu-rui

(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opulation projection serves a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the planning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policies, and 

public services in a country or a region. 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 is the common deterministic approach in population forecast 

widely applied in global,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Though the deterministic forecasting methods are easy to 

operate, they have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and can only provide a few fixed scenarios (high, medium, and low), which is hard to  estimate 

the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 outcomes and the systematic uncertain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cline and increasing volatility of global 

fertility levels, these traditional methods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policy-making. However Bayesian statistics offers a 

new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population forecasting and it treat unknown parameters as random variables to have a probabilistic 

forecast of the future by combining prior knowledge with observed data to derive the posterio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United Nations has adopted Bayesian probabilistic forecasting methods for global,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llowed by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marking a major paradigm shift 

in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Bayesian probabilistic forecasting and 

applies them to predict China’s future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Keywords: Population projection, Cohort-component method, Probabilistic projection, Bayesian probabilistic 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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